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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颂销中的企业应诉决策分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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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在反倾销中，企业个体分散的最优应诉决策带来的收益之和离企业整体的最
优应诉决策带来的总收益有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企业应诉不力。 企业应诉不力除了应诉

结果具有非排他性导致企业的“搭便车 “行为的因素外，还与每个企业的出口规模、总体出

口规模及其集中度密切相关。 协商是提高应诉率的途径之一，它可以优化总体出口规模

与集中度的匹配关系，减轻＂搭便车 “行为，但其作用的发挥受协商成本大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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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反倾销是各国采取的限制外国商品低价倾销、保护本国产业和对付不公

平竞争的一种贸易措施。 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关税、配额等传统

贸易壁垒受到严格控制，而自反倾销产生以 来，一直得到GATT以及后来的

WTO的认可和规范，因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贸易政策已

经成为各国贸易 保护最常用的武器之一（冯涨、马捷，2002)。

自从1979年欧盟对我国机械闹钟和糖精钠进行反倾销指控以来，外国对

华反倾销指控愈演愈烈，20世纪70年代只有 2起，80年代迅速上升为63 起，

而90年代更是攀升 到了3 08起，占全世界同期反倾销案件 2483起的12. 4%, 

进入21世纪后形势更加严峻，到目前为止，我国 企业 出口产品遭受国 外反倾

销起诉和立案调查的数量已超过500起（史树林，2003 )，涉及机电、化工、轻纺

等行业的4 000多种商品，出口金额约200亿美元。 总体而言，我国实际上已

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最主要的被指控国和最大受害者，主要表现为反倾销指

控案件数量急剧增加、提诉国和地区越来越多、涉案产品范围日益扩大、征收

的反倾销税率居高不下，这给我国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断扩大、出口市场萎

缩情况严重。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现有的研究表明，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遭遇反倾销起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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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应诉不力、应诉率低（李炼，1998；彭剑波，2001；余晖，2002)。例如，
1989至1997年各年我国企业对外国对华反倾销案的应诉率分别是 20%、

25%、14%、8%、22%、21%、39%、46％和 55%（杨仕辉，2000)。因此，研究企

业应诉不力的根源所在及其解决方法·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然而，虽然已有丰富的文献以博弈论等分析工具对倾销和反倾销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Gruenspecht, 1988; Rosendorff, 1996; Tharakan, 1999; Sil

berston, 2003；朱钟棣，鲍晓华，2004)，但是，专门针对反倾销中的应诉问题进
行研究的尚属少见。 一些相关的研究指出，在反倾销中，企业应诉与企业起诉
一样，其结果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导致企业的＂搭便车 “行为(Hansen, 1990; 

Lenway和Rehbein, 1991; Marsh, 1998)。 这在大集团中尤为普遍，从而形成

集体行动的困境(Olson, 1965)，表现出来的就是企业应诉不力、应诉率低。
＂搭便车 “行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应诉率低的现象，但是，它并不能

回答应诉率究竟有多低、怎样的情况下企业会参与应诉、什么因素决定整体的
应诉状况等问题。本文将专门针对反倾销中的应诉，从企业决策角度进行分
析，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先分析企业整体及企业个体最优的决策行
为，然后比较两者的决策效果差异及其原因，以此说明出口规模和集中度对应

诉行为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和分析弥补两者决策效果差异的途径。

二、被诉企业整体的最优决策分析

在反倾销诉讼中，涉案企业参与应诉与否或参与程度的决策，取决于应诉

收益与应诉成本的比较。 应诉收益就是指不应诉与应诉或不同应诉程度之间

的出口差额所带来的收益；应诉成本是指参与应诉的企业填写问卷、接受现场
调查和聘请律帅抗辩等事宜的花费。

设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征收的反倾销税率气已为T，征税后出口额或应
诉收益记为S，应诉总成本记为C。显然，参与应诉的企业越多、聘请的律师
越有经验，那么总成本就会越大。 一般来说，花费的C越大，那么胜诉的机会
就越大，因而S、T、C之间存在函数关系：Sr = f(T), Tc = T(C),Sc =S(C)，假
设这样的函数关系是确定的，且为共同知识。

涉案企业往往多于一家，一般情况下各个企业从集团应诉收益S 中得到
的份额是不一样，每个企业愿意承担的总应诉成本C的份额也是不同的。

为了分析反倾销应诉中企业的最优决策，先作如下几点假设：
(1)在反倾销中涉案企业共N家．征税前各自的出口额表示为S;, i = 1,

2, ……,N，而且心＞Sz> …… ＞SN，总出口额为Sg
= �S;，各个企业出口

l=l 

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为：Fi =SJSg ，这个比例在征税后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

额的比例保持不变。各个企业对应的出口产品利润率均为r，则各企业出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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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vi = r. s,。r和Si为共同信息。
( 2)反倾销中企业应诉的结果只有两个： 绝对胜诉，即T=O%，从而各个

企业绝对胜诉时的出口额为Ssi = S,；绝对败诉，即征收的税率T高到足以让
该出口市场损失殆尽，此时，各个企业出口额为：Sfi =O。

(3) 假设每个企业如果决定应诉，则都是单独应诉（如单独聘请律师），而
不是联合应诉，且每个企业应诉的成本为G,i = 1,2 …… N，则 应诉总成本为

C= �G，各个企业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fi = C/C。因为企业参与应诉
1=! 

的成本主要是填写问卷和聘请律师等，在单独应诉的情况下，这些成本不会因
企业出口额的差异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是大致相当的，因此假设各个企业参
与应诉应该支付的成本均为Ca ，即每增加一个企业应诉所增加的总成本增量
为Ca ，则C=Q·C.,Q为实际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Q�N。C则为各个企业
实际承担的应诉成本气各个企业实际支付的成本与应该支付的成本之比称
为支付系数，表示为 G = C/Ca ,G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1。总成本又可表示

为C= �G,Ca o设：
,-1 

G =』二二，m＋n]
<l,iE[m+n+l,N] 

联系假设1，可知出口额大的企业实际承担的应诉成本可能比应该支付
的成本要大，中等规模的企业承担的应诉成本可能与应该支付的成本相当，而
出口额小的企业实际承担的应诉成本可能比应该支付的成本要小 。显然，在
总成本为既定的条件下，Gl> 1的企业实际承担的成本与应该承担的成本之
差的和与G;<l的企业应该承担的成本与实际承担的成本之差的和相等，即

f (C; - Ca) = f (Ca— O)，其中 Ca 是常数 。
1=1 i=m+n-t-1 

(4)假设起诉国不区别对待出口国企业，即对所有被诉出口企业征收划一
的反倾销税。

(5)出口企业应诉胜诉的概率随着参与应诉企业的增加而增加，由于每增
加一个企业应诉的成本都为Ca，胜诉概率P可表示为应诉成本的函数：P=

P(C) =P(QC.)，其中，Q为参与应诉企业的数量，由于 Q以1为单位，因此，
此函数关系是离散的，Q个企业参与应诉时胜诉的概率就表示为PQ 。 P随着
Q的增加而增加，但这种增加是递减的，即：PQ+l -Pq>P矿 — Pq+1,QE[LN
—2]。假设PQ (QE[l,N]）为共同知识，并且是确定的 。

在这些假设下，如果没有反倾销诉讼，如前所述各个企业的出口收益为：

V; = r • S,，出口总利润为：V = � V; = r • � S; = r • Sg o 
1=1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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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反倾销诉讼的情况下，各个企业的出口收益期望值为：E(V;)=PQ 

• r • Ss，十（l—氏）· r • Sr;。 因为胜诉下的出口额Ss;= S,，败诉下的出口额

Sr; = O，因而：E(V;)=PQ • r • S,。出口总收益期望值为：E(V) = �E(V;) 
i=1 

=PQ •r•Sg。出口期望净利润为期望总收益与总应诉成本之差，即：E（亢）＝
E(V)-C=PQ • r • Sg

—QCa 。求：
Max E（六）＝PQ • r • Ss—QCa (l) 

由于Q是离散的，不能通过求导的方式求解。替代的方法是，当增加一

单位Q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成本Ca 时就继续增加Q ，直至增加一 单位
Q所增加的收益小于增加的成本Ca时为止。 即满足：

(P年1
—氏）•r • Sg <C.<CPQ -PQ—1 )•r•Sg (2) 

此时的Q 就是最佳的参与应诉企业的数最，记为Q*。Q ． 使得反倾销中
涉案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集体收益最大化，此时整个集团的期望净收益为：

E(亢 .)=p;. r. sg —Q* C, (3)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然而，在考虑单个企业的决策行为后，这种理想

状态形成的均衡不一定是稳定的。

三、被诉企业个体的最优决策分析

为了讨论方便，设N=5，即只有5个涉案企业，记为A企业、B企业、C企
业、D企业、E企业，遭遇反倾销起诉前后对应的出口额和收益如表1所示。

表1 五个企业遭遇反倾销诉讼前后的出口额和收益

A企业 B企业 C企业 D企业 E企业

声王安［磁纭：益 IPQ r s r 
s S 三PQr :S2

S
2 三PQr s:S3 

S3 三PQr sf S 三PQr s:
S
5 S5

再设：P1 • r • S;>C.CiE[l,4]）和P1·r•S5<C.，这 就是说，对于A企
业、B企业、C企业和D企业中的任一企业来说，即使其他企业都不参与应诉，
自己单独参与应诉（此时氏＝P1 )的期望收益仍然比应诉成本大，因此，都有
参与应诉的激励；而E企业由千单独参与应诉的期望收益小于应诉成本，在
其他四家企业不参与应诉的条件下，没有激励单独参与应诉。 假设这些是共
同知识，因此A企业、B企业、C企业和D企业四家企业在作出是否参与反倾
销应诉决策时，都不会考虑E企业的反应，都假定E企业肯定不会参与应诉。

为了分析A企业、B企业、C企业和D企业四家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的
决策行为，再假设 (P4-P3) • r • S1>C.和 (P4—P3)• r • S2>C.；而（p3—P心
• r • S3<C.和(P3—P2)• r • S4 <C.产各个企业要么完全不参与应诉 （ 此时
Ci= O)，要么完全参与应诉（此时Ci=C.)。

那么，A企业、B企业、C企业和D企业四家企业的决策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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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且＝Po • r • S,—C; CQE[l,4],iE[l,4],C;E{O,C.}) (4) 

求解得：

II三
氏• r • S,，当(PQ+1 —P心• r • S;<Ca时，且QE[0 ,3]

(5) 
p如1• r • S, —Ca,当（P妇1-P心• r • Si>Ca时，且QE[0,3]

在上式中，Q表示已经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那么其他未参与应诉的企业
在作出是否参与应诉的决策时取决于(PQ+1-P心·r • Si与Ca 之间的比较。

因为假设了(P4 —P3)• r • S1>C.和(P4 —P3)• r • Sz>C.，因此对于A
企业和B企业两家企业来说，不管其他三家企业是否参与应诉，其参与应诉
都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其收益由江＝Po+1 • r • Si-Ca决定。 A企业
（或B企业）的决策博弈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A企业与B企业、C企业或D企业的应诉决策博弈

A企业
不应诉

应诉

B企业、C企业或D企业
不应诉 Q家企业应诉

0,0 PQ • r • Si, PQ • r • S. —C, 
CiE [2,4],C, E {O,C,}) 

P1 • r • S1 —C,, P1 • r • S; I P妇 1 • r • Si-C,,Po+l • r • S;-C; 
（iE[2,4]) （iE [2,4],C; E {o,c.})

对于A企业来说， 不管 B企业、C企业和D企业是否应诉，或有多少家应
诉，根据(P4-P3) • r • S1>C.的假设其参与应诉的收益都大于不应诉，因此
其占优策略是“应诉 ＂。 同理，对于B企业来说，其占优策略也是“应诉＂。 而
且，A企业和B企业都没有激励改变这一策略。

由于已经假设了民和各个企业的情况都是共同信息，而且是确定的，因
此C企业和D企业都确知 A企业和B企业必将参与应诉。 在得知这一信息
后，根据假设 (P3—P2)• r • S3<C.和(P3—P2)• r • S4 <C., C企业和D企
业的最佳决策是不参与应诉，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其收益由IIl =PQ ·r 
. s， 决定。 C企业（或D企业）的决策博弈过程表示如表3所示：

表 3 A 企业和（或） B 企业与 C企业的应诉决策博弈

C企业
不应诉

应诉

A企业（或）B企业
不应诉

0,0 

P1 • r • � —C.,P1 • r • S 
（iE{l,2}) 

应诉
P2 • r • $i, P2 • r • S; —Ca 

CiE {1,2}) 
p3 • f • s3 -c,, p3 • r • S; —Ca 

CiE{l,2}) 

由前面分析可知，A企业和B企业的占优策略是“应诉 ＂，此时根据(P3—

P2) • r • S3<C.的假设，（P3• r • S3-Ca)— CP2 • r • S3)<0，因此C企业的

最优策略是“ 不应诉＂ 。 这样C企业和A企业、B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解就是
（ 不应诉，应诉）。 同理，对于D企业和A企业、 B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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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诉，应诉）。因此，A企业、B企业、C企业、D企业和E企业对应的策略

选择是（应诉，应诉，不应诉，不应诉，不应诉），而且，这个均衡是稳定的。

四、整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效果差异及原因

如前所述，在上述五个企业单独决策的清形中，A企业、B企业、C企业、D
企业和E企业对应的策略选择是（应诉，应诉，不应诉，不应诉，不应诉）。 如

果不存在相互间的沟通、协调，那么这个策略均衡结果就是稳定的，此时，各个

企业都达到了收益最大化，任何一个企业都没有动力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

表4计算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各个企业的期望收益和整个涉案企业组成的利益

集团的期望总收益。
表4 个体决策下各个企业的期望收益和涉案企业整体期望总收益

A 企业 1 B 企业 1 C 企业 I D 企业 I E 企业 1 整个集团 E(IT)

净收益IT; I P2 • r · S1 - C,阳· r · Sz－叫P2 · r · S3 I P2 · r · S. I Pz • r • Ss I P2 · r · L恪－2C.
1= 1 

然而，虽然此时各个企业都达到了收益最大化，但整个集团的收益E(II)

可能并没有达到最大值。整个集团的收益的最大值，就是E(n:*）。在上述五

个企业的情形中，E （六 ＊ ）依不同的条件而取不同的值，具体由以下的式子
表示：

E(TC*) = 

P2 • r • ± S; -2C.，当（P3 -P2) • r • ± S; < C.
,-1 1=] 

5 5 

P3 • r • � Si -3心当(P3 — P2) • r • � S > C., 
1=! 1=l 

且(P4 — P3) • r • �Si< C. 
1=] 

P4 • r • ± Si — 4Ca，当（p4 — P3) • r • ± Si > C.,
1=1 1=] 

且(Ps - P4) • r • � S; < C. 
1=] 

5 

P5 • r. 2 S- 5Ca，当（Ps - P4) • r • ± S; > C.
I=1 1=] 

(6) 

根据我们的假设(P4 -P3) • r • S1 > C.可知，E（六）要取得最大值起码要

有四家企业参与应诉。但在企业单独决策的情况下，只有A企业和B企业两家

企业应诉，使得所实现的总期望收益并未达到其可以达到的数额。假如我们再

放松假设至CPs -P4) • r • � S; > C.成立，那么，企业单独决策时实现的期望
1=1 

总收益离企业作为整体决策时可实现的期望总收益最大值的差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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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 E(六•) - E(II) 

5 5 

= ［P5 • r • 2 S, — 5CaJ — [P2 • r • I: S; — 2Ca] 
i=l i=l 

= （P5 -P2) • r.2S,—3Ca (7) 
,=I 

E(S) 就是整个涉案企业组成的集团的利益＂损失＂。显然，这种
“损失“使

得出口国在面临国外反倾销诉讼时，没有使损失减至最低水平。

如前所述，A企业、B企业、C企业、D企业和E企业的策略（应诉，应诉，

不应诉，不应诉，不应诉）能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是各个单独决策的企业理

性选择的结果。 当企业处于一个群体中时，如果任何一个企业的决策的结果
都具有公共性，那么，群体中的某些企业就可以在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收

益。此时，没有付出成本而获取收益的企业就存在
＂

搭便车“行为。对千E企

业来说，由于出口额小，其应诉成本大千应诉所带来的收益，成为了
“

非自愿搭

便车者”。而对于C企业和D企业来说，其应诉收益大于应诉成本，因而为其
参与应诉提供了条件，但处千A企业、B企业、C企业、D企业和E企业这样
一个利益集团时，由于应诉收益（指胜诉的概率）是非排他的，在得知A企业
和B企业必定会参与应诉的清况下，其最佳策略是 “不应诉＂，从而成为一个
“

自愿搭便车者” 。 因此，＂搭便车”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是＂搭便车“行为导致公
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没有达到使企业群体总收益最大化
的最佳数量。也就是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其实，这个例子的分析表明，“搭便车”的严重程度，或者说企业的应诉状
况，与出口规模和集中度密切相关。出口规模包括涉案的每个企业的出口规
模和总体出口规模，而集中度指的是m个产品出口最高的涉案企业的出口规

模与总体涉案出口规模的比例。 因为反倾销诉讼的结果直接决定着利益的重

新分配，被诉企业往往是利益损失的一方，而被诉企业的应诉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将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但应诉是需要花费一定成本的，被诉企业是否参

与应诉，主要取决于应诉的收益是否超过应诉成本，而应诉收益又取决于被诉
企业的出口规模， 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应诉收益就越大，因此，企业的出口规

模就会影响企业是否参与应诉以及参与程度的决策。总的来说，企业出口规
模越大（如A企业、B企业的S1、S2越大），则应诉的积极性就越大，相反，企业

出口规模越小（如E企业的S5越小），则应诉的积极性就越小，越趋向于
＂搭便

车”。 至于集中度，显然，集中度的不同对于出口多的企业和出口少的企业的
应诉决策影响是不同的。例如，集中度越大，表示少数企业占涉案出口总额的

比例越大，在大企业积极应诉的情况下，小企业可能没有参与应诉的积极性。
一般来说，集中度越高，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就越少，如上述五个企业的情形

中只有A企业和B企业会参与应诉；如果集中度降低，例如A企业和B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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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量相应减少，C企业和D企业出口量相应增加，则参与应诉的企业数

量可能会相应增加；当然，如果集中度很低，出口噩在众多的企业之间较为平

均，那么，有可能任一企业的应诉收益不足以抵消应诉成本，导致无企业应诉

的局面。 由此可见，集中度的高低对企业整体的应诉行为是有影响的。

但是，集中度高低对企业整体应诉行为的影响往往需要结合总体出口规

模进行分析。 一般而言，为避免普遍的
＂

搭便车
“

行为，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应

诉，从而实现更大的总体利益，在总出口量足够大时，集中度较低为好，这样可

使更多企业的应诉收益大于应诉成本，从而有激励参与应诉；总出口量很少

时，集中度较高为好，这样可保证有少数企业的应诉收益大于应诉成本，避免

无人应诉的局面；总出口量适中时，集中度最好也是适中的，这样就可以让尽

量多的企业有激励参与应诉。 其较优的匹配关系如表5所示。

表5 对反倾销涉案企业整体较有利的集中度与总体出口规模的匹配关系

总体出口规模

大 中 小

集 高 -J 

中 中 .J 

度 低 J 

五、协商一弥补决策效果差异

＂

搭便车
”

是导致企业整体利益受损的原因，总体出口规模较大而集中度

较高又令
＂

搭便车
”

行为更为普遍，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企业面对反倾销指控

应诉不力、应诉率低。 那么，要让企业积极参与应诉，就必须克服
“

搭便车
“

行

为，并优化总体出口规模和集中度的匹配关系，从而弥补整体决策和个体决策

的效果差异，实现更大的利益。 其实，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应诉成本的分摊。

在信息对称、信息完全和确定性的情况下， 一个办法是大企业
”

贿赂
“

小企业，

通过协商来分摊应诉成本。

为了分析方便，首先假设企业之间的协商成本为0。 仍然以上述五个企

业的清形为例，分析A企业和B企业如何才能让C企业参与应诉。

在只有A企业和B企业参与应诉的情况下，C企业的净收益是E（兀）＝

P2 • r • SJ，如果 C 企业参与应诉，在不考虑应诉成本时其收益变为： PJ • r • 

S3 ，收益增量就是：凡 · r • S3 -P2 • r • SJ
= (PJ -P2) • r • SJ 。 设 C 企业参

与应诉的成本是c3，那么 C企业参与应诉的条件就是：

(PJ-P2 )•r·SJ多� (8) 

即C企业参与应诉所带来的收益增量必须至少等于所增加的成本。 我

们就假设 C企业愿意承担的应诉成本为其最高限度，即：

C3 = (P3-P2) • r • S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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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假设(P3-P2) • r • S3 <C.，因此有C3<C.，也就是C企业参与应诉

承担的最大成本低于增加一个企业应诉所必须增加的成本，C企业的支付系

数为：G3
=C3/C.<l。

这样，为使C企业应诉，A企业和B企业必须额外承担的成本为(Ca 

c3严。而A企业和B企业承担这部分额外成本的条件是：

(P3 - P2) • r • I:S 多Ca -C3 (10)

即由于 C企业参与应诉给A企业和B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增量必须至少

等于它们额外承担的成本。从前述的假设条件可知，这一条件能够轻易得到

满足。因此，A企业和B企业就可以通过＂贿赂”或补贴C企业(C.-C3 )的金

额而令C企业参与应诉。

这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Ca -G)如何在 A企业和B企业之间进行分

配。假设A企业和B企业通过讨价还价或协商，同意以各自的出口噩占两者

总的出口量的比例来分摊(Ca
— c3)。则最后A企业分摊的成本为：

S1 
S1+S2 

(Ca
— G)，总成本为心＝Ca+

S1 
S1+Sz (Ca G)，支付系数G1>l; B分摊的成

本为：
s2 $ 

(C.-C3)，总成本为：Ci=C卢 (C.-C正支付系数G2>
S1+Sz S1+Sz 

l;C企业分摊的总成本为：C3

同理，在A企业、B企业和C企业都参与应诉的条件下，若要求D企业或

E企业参与应诉，同样需要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由已经参与应诉的企业按一

定标准来分摊新增应诉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应诉成本部分。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应诉，表现出来的就是应诉率提高。其实，

这种协商分摊应诉成本的做法，相当于变相降低集中度。因为降低集中度的

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企业应诉收益大于应诉成本，在应诉成本既定的情况下，降

低栠中度就是增加较小企业的出口规模，从而增加出口收益，继而应诉收益大

千应诉成本，而在应诉收益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其他企业分摊应诉成本，从而

降低较小企业的应诉成本，继而使其应诉收益大于应诉成本，两者能取得同样

的效果。＠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协商能最终使得参与应诉的企业增加。
一般地，当企业间的协商成本为0时，N家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若已经

有 (K— 1) 家企业参与应诉，则第K(K::(N) 家企业参与应诉的条件是：（PK —

k--1 

PK-1) • r • SK � CK，且（PK —PK-1) • r • � S;多（ c. -CK),CK 为第K家企业
1=! 

参与应诉所分担的成本，KE [1, N]。将两个不等式相加，则第k家企业参与

应诉的条件又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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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PK-I) • r • � Si多 c. (11) 
i-1 

由于边际概率MP(MP=PQ-PQ-1)是递减的，于是有：lim(PQ -PQ—1)
Qoc, 

= O。其实，在反倾销实践中，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Q)达到一定程度 (K) 就会

使得再有新增企业加入应诉对 胜诉结果的影响都可视忽略不计，即limCPo+1
Qk 

-P心＝O(K�N)，此时，可把K称为胜诉率P的临界值，P则达到最大值

PK，这往往发生在大集团中。当然，在一个只有I(N = l)个企业的小集团中，

如果 (P1-P]一］）＞0，则 P的最大值为P1

因此 ，在大集团中，会有 (N-K)家企业不参与应诉，从而也就搭了参与应

诉企业的便车。这就是Olson(1965)所述的在大集团中，当个体对集体行动

的影响微乎其微时，会倾向于
＂
搭便车 ” 。

然而，在上述计算各个企业承担的新增的应诉成本时，我们假设了第K
家参与应诉的企业承担的应诉成本心为其可接受的最大值，即CK = (PK—

PK-1) • r • SK，事实上，第k家企业实际承担的成本往往会低于这个最大值。

根据第k家企业参与应诉的条件，可以计算出CK 的取值范围如下：
K -1 

Ca— (PK—P贮1) • r • � Si � CK冬(PK-PK-1) • r • SK, 
1=! 

K -1 
当 (PK-PK-1) • r • � Si < Ca (12) 

l=1 

0 < CK < (PK - PK-1) • r • SK，当（PK—PK-1) • r •炉1 >Ca

CK 在 其取值范围内具体取什么值，取决于第k家企业与已参与应诉的
(K— l) 家企业之间的讨价还价，而 cc. -CK)的分摊也取决于 (K — 1) 家企业

之间的讨价还价。可以预期，在协商成本为0时，这些企业可以达成成本分摊
的协议。但是，现实中这些协商或者讨价还价的成本必定存在 ，并且随着企业

数量的增多而增加，因此 要达成被一致接受的成本分摊协议不一定是可行的。

设关于第K 家企业参与应诉所增加的应诉成本的分摊的协商成本为：C, =

ct(K)，则第k家企业参与应诉的条件修正为：

(PK -PK�1) • r • � Si -C, CK) � C. (13) 
1=1 

显然，增加企业参与应诉，在有协商成本下比无协商成本 下所要求的条件
更为严格。

在上面只有五家企业的情形中，如果各个企业在谈判时互不相让、互不妥

协，导致协商失败，即表示Ct (K)很大时，例如(P3 -P2) • r • � S; -C, (3) <
i=l 

c a ，那么，就不会有第3 家企业参与应诉，此时就只有A企业和B企业两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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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于出口量大使得应诉收益足以弥补应诉成本，才会通过参与应诉提高集

体收益，这样，
＂

搭便车
”

的企业数量就会增加。 极端地，在一个大集团中，当

ct(K)很大时，如果任一企业单独应诉的收益都不足以弥补应诉成本，即 P1 • 

r • S;<C.,iE[l,N]，即使当K家企业联合分摊成本以使一个企业参与应诉

的总收益大于应诉成本，且每个企业的收益都 大于分摊的应诉成本，即 P1 • r 

. I:s多Ca，且 P1 • r • S;>C;,K�N，那么，也会由千高昂的协商成本而造成
i=l 

无企业应诉的局面。 此时，每个企业都期望别的企业参与应诉，
＂

搭便车
”

意向

普遍存在。 而且协商成本越高，＂搭便车
“

行为就越难抑制，从而离最优的应诉

水平，即涉案企业总体收益最大化就越远。

由此可见，协商成本C,(K)对反倾销的应诉效果至关重要。 反倾销应诉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
＂

搭便车
”

行为，能否有效克服
＇

搭便车
＂

，变相优化总体出口规模

与集中度的匹配关系，主要取决于协商成本。 协商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

在有关
“

讨价还价
“

方面的丰富文献中有很多的讨论。 涉案企业的数量、出口规

模、集中度以及协商的方式、协商的时机选择等都会影响协商成本的大小和协商

的结果。 因此，努力减少协商成本，就成为提高企业应诉率的重要手段。

六．结 语

处于反倾销案件中的企业根据应诉收益和应诉成本的比较作出是否参与

应诉的决策，应诉结果的非排他性为企业的
＂

搭便车
“

行为提供了条件，而最终
＂

搭便车
”

的严重程度以及整体的应诉状况，与每个企业的出口规模和总体出

口规模及其集中度密切相关，主要受总体出口规模与集中度的匹配关系的影

响。 一般而言，企业个体理性决策所形成的企业总体收益离最优的总体收益

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来的就是企业应诉不积极。 而弥补这个收益差距的

途径之一是协商。 通过讨价还价共同分摊应诉成本，可以优化总体出口规模

和集中度的匹配关系，减轻
＂

搭便车
“

行为，增进各个企业的收益。 但是，这种

方式只适用于只有少数涉案企业，或者说协商成本很低的情形，如果涉案企业

数量很多，高昂的协商成本将阻碍达成一致接受的分摊新增应诉成本和分享

新增应诉收益的协议，这样，仍会出现应诉不力的现象。 因此，如何降低涉案

企业的协商成本，是提高企业应诉率的关键之 一 。

注释：

CD反倾销调查结案有如下儿种方式：无损害裁定、撤诉、价格承诺、出口限制、征收反倾销

税等，由于其他几种结案方式对出口方的影响都可通过转换由征收的反倾销税来表示，

例如无损害可以用税率为0％来代替，因此，这里只考虑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这并不影

响问题分析的一般性。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企业的C<G，则（Ca-C,)部分就是由别的企业替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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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民中的Q代表的是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且P1<P2 <P3 <P,, PQ+l -PQ > PQ+2 -

PQ-t1，因而有CP1-Po)>CP2-P1)>(P3 — P2)>(P, — P3)。 因此(P4 — P3)就代表当应

诉企业由三家上升为四家时所增加的胜诉的概率，（P3-P2)就代表当应诉企业由两家

上升为三家时所增加的胜诉的概率，也就是最后一家应诉企业带来的胜诉概率增量，也

称为边际概率，记为MP,MP=PQ+l — PQ，显然，根据假设，MP是递减的。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由C企业以外的 A企业、B企业、D企业和E企业共同分摊 (Ca

c3)。 但是，我们不考虑这种情况，而只是考虑已经参与应诉的大企业补贴即将参与应

诉的企业的情况。

＠在总体出口规模很小而集中度很低时，可能没有企业参与应诉，＂搭便车
”
盛行。 如果通

过协商分摊应诉成本，把筹集的费用集中起来让部分企业参与应诉，这相当于变相提高

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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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nti-dumping,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m of 

profit achieved by separate firm pleading and that by joint firm pleading, 

which is partly due to the free rider behavior and pleading cost. Consult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aise the rate of pleading. However, the effect is re

stricted by its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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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llovers seldom pay attention to the source of spillover. This paper discus

ses the Wang - Blomstrom proposition and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istinguishingly different concept''competition" that the 

MNEs fa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China's manufacture sectors 

show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technology transfer by MNEs as the host mar

ket becomes more competitive, although the "competition" in this paper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one. 

Key words: market competi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empirical res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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